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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區域化」 因果關係之探討

蕭力愷(
摘要

區域合作不僅已影響全球經濟發展，並對國際關係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區域合作亦象徵了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已朝向以市場為導向且自由化的策略。自80年代起，新區域主義的出現基本上是經濟全球化對國內政治影響所造成的結果。此外，跨國私人經濟行為者流動性的增加，也改變了國內利益團體的利益關係。全球化刺激了國內的經濟改革，民族國家更希望透過區域性的合作來增加達其「經濟上的效率」與「政治上的接受度」。本文以EU與NAFTA為例，試圖發展出一套不同於傳統國際關係整合理論的分析模式，系統性地比較全球化所造成的影響，進而解釋民族國家為何優先選擇區域主義的原因。
關鍵字：全球化、區域化、整合理論、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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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ism or Globalization

Li-Kai Hsiao(
ABSTRACT

Regional cooperations have powerfully shap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y also symbolize a shift in economic policy toward market-oriented and liberalizing strategy. This new regionalism is essentially a result of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domestic politics. The increas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private economic actors alters the costs and interests of domestic groups. Globalization stimulates economic reforms whose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political acceptability are increased through regional cooperation. This study develops a distinct interpretative model fo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states; and it compares systematically the influence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eference for cooperation cross-regionally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Keywords: glob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EU, NA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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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力愷
壹、前言
自80年代末期開始，國家與國家間經濟合作條約的簽定，已成為國際關係的主要特色。在歐洲，整合過程歷經單一貨幣(Single European Act, SEA)及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stricht）的簽定，重新穫得了動力。在美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建立了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區塊。另外，南美的南錐共同市場（The Common Market of the South, MERCOSUR）象徵傳統敵意的結束及自由市場政策帶來新的吸引力。在亞洲，目前雖然尚無正式共同市場的形成，以東南亞國協會員國為主的所組成的東南亞國協自由貿易組織（AS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AFTA），也在孕育階段。如同前法國外交部長所言，區域協定將是新世界秩序中「政治與經濟發展的中心」
。Peter Katzenstein亦指出未來將是一個「由區域所組成的世界」，並呼籲政治科學家應在此方面投入更多的研究
。本文以EU與NAFTA為例，探索為何民族國家決定不惜限制自身行為的自由，而願意與其它國家簽定區域協定的原因。
貳、區域整合理論的弱點
首先必須指出，區域整合理論必須能夠解釋國家間合作的「原因」，甚至能夠說明出為何在特定的時期進行合作。然而，目前大部份的理論皆集中在國家間的合作「如何」進行，或是這些合作的「特色」為何（屬於超國家間合作、政府間合作、或是某種特定的建制）。本文將以歐洲及美國作為主要實證對象，其研究結果亦希望能套用在未來區域整合上。
一、新功能制度主義
自70年代中期開始，區域整合理論相繼出現--功能主義
、新功能主義
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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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關類似的理論
。所謂功能主義，意指合作出現在功能上有效率的地方；也就是說，某些特定政府功能的運作，可以經由區域合作，而非單靠各別的國家。此外，所有類型的功能主義皆在解釋整合的過程為何。功能主義更提出：透過擴溢（spill-over）效應，技術及經濟方面的議題必然（新功能主義）或可能（功能主義）導至在政治上的合作。近來有關功能主義的研究亦指出，區域性的非國家動力（non-national dynamics）在合作的深化上，也扮演相關的角色。共同政策領域、超國家機構（歐盟組織中的理事會、歐洲法庭及歐洲議會）及區域性的利益團體，都被視為促進合作的動力。此外，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亦依循功能主義的傳統，主張共同「制度」的建立在區域性的整合過程中，能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力。
然而，新功能制度主義未足以解釋80及90年代的區域合作。第一，它無法解釋在新區域主義創造的過程中，民族國家所扮演的中心角色。第二，雖然歐盟理事會（EC Commission）在創立單一市場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NAFTA卻沒有超國家制度（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的存在及運作。最重要地，新功能制度主義無法解釋為何歐盟理事會在80年代能夠促進合作，而在此之前卻不能，並且為何整合突然間伴隨著自由的、鬆綁的經濟政策而來？
二、新現實主義
上列所述功能制度主義的研究途徑，自60年代開始，持續遭受新現實主義學派的批評。新現實主義者始終認為，在歐洲的整合過程中，民族國家位於核心地位。合作之所以能順利推動，是由於參與的會員國間的共同意願，而非其他的因素。此外，國家利益的殊同，乃是影響未來合作是否繼續推動或造成僵化的決定性因素。依據新現實主義的主張，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系統中，民族國家是國際關係中的驅動者，亦是致力於權力—國家利益（主要是國家安全）的追求者。另者，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s）、國內政治、國際組織及經濟議題，皆屬於次要的層次。因此，在能證明國家利益與區域合作能相容時，主權民族國家才會「決定」合作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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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70年代，這種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關係開始受到修正，取來代之的是國家間的互賴（interdependence）關係及非國家行為者的角色。國家間的互賴關係，在願意合作的假設前題下，可以形成規範特定政策議題的「國際典則」（international regimes）之觀念。因此，區域合作可被視為「政府間的典則」，並且設計來管理經濟的互賴關係。傳統關於互賴及典則的研究都是以「國家利益」為主要前題，近來的研究也提出許多不同的觀點。在Evans
、Moravesik
、Sorensen
及Zurn
的著作中皆主張，國內政治都發展（社會中不同的聯盟、政治制度等等），可被用來解釋外交政策的行為。就此而論，區域合作可被視為國內利益團體間的「聯盟建造」（coalition building）或是政府欲借其來增強自身力量以對抗國內利益團體。政府的國際行為可被視為對國內壓力團體讓步或抵抗之反應。國家利益可被描繪成—「在符合國內政策要求原則下，區域層次中（如歐盟理事會）政府間談判的過程」。國家主權未因此而弱化，相反地，透過權力的分享（pooling of sovereignty），國家間的主權彼此聯合在一起，進而建立區域規範
。
雖然新制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已普遍被用來研究歐盟的整合模式，但卻未能解釋區域發展的諸多問題。為何國家政府及國內的利益聯盟選擇在80年代及90年代支持合作，而非更早的時期？為何新的合作方式選擇自由主義的經濟策略，改變了長期以來凱因斯主義的經濟典範？例如，Moravcsik
提到歐盟國家經濟政策的合流，乃是建立單一市場計畫（Single Market Project, SMP）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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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卻未能充份說明是否因為以往凱因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而導致會員國皆採行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參、經濟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影響
本文主要論述在於：經濟全球化為新區域主義發展的主要原因。首先，我們必須面對相關的兩個問題：什麼原因導致經濟全球化自80年代的形成？經濟全球化如何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本文將闡述經濟全球化最主要的三個成份：全球金融市場、全球生產與國外直接投資及全球貿易。此三者彼此互相影響，並對民族國家的發展造成制約性的影響。
一、全球金融市場
經濟全球化的第一個現象乃是全球金融市場的成長，其包括三個主要的成因：(1)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結束，(2)美國與英國實施具競爭力的鬆綁政策，緊接而來的是歐洲美元（euro-dollar）及境外市場（off-shore markets）的出現，(3)跨越國界的銀行業務突然增加，主要由於「石油美元」的再循環及跨國公司的擴張所致。各要點分析如下：
(1) 如同Helleiner
及Ruggie
所指出，1944年所建立的布列敦森林規範了世界經濟的秩序，以自由貿易為優先考量，而犧牲了自由金融體系。為了確保國家經濟對貿易的持續開放，一個以美元本位（Gold Dollar Standard）為基礎且具有相當限制性的金融制度被建立起來。這些規範乃在確保金融的穩定性，進而防止貿易的保護主義。40年代至60年代期間，由於「凱因斯主義」的共識，世界資金移轉的管制被視為是必要的，主要為了避免投機及世界金資金流通的不穩定，及對福利國家政策自主性造成限制。
自60年代末起，固定匯率與自由貿易逐漸變得不穩定，主要原因來自於美國負債的增加（部份原因來自越南戰爭的龐大支出）及美國經濟實力相較於日本與德國的的相對衰退。因此，美國不再有能力保證美元可兌換黃金，造成尼克森總統於1971年終止此項保證。之後，浮動匯率制取而代之，匯率的波動使得從貨幣交換中投機獲利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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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70年代中葉起，美國與英國為了增加自身成為金融市場的吸引力，開始鬆綁其金融部門。就美國而言，由於自1973年以來所面臨的經濟蕭條及經常帳與預算的「雙赤字」，極需要大量資金的流入，因此想藉由降低對跨國金融活動的限制，來維持及擴張其在國際金融上優勢的地位。當然，鬆綁政策亦是對國內金融壓力團體揚言撤走資金所作出的一種回應。70年代的自由化解除了對跨國銀行的限制，亦增強了「歐洲市場」。後者又可稱為「境外」(off-shore)金融中心，因其運作完全不受國家主權的掌控
。就地理上而言，倫敦及紐約乃是最重要的「境外」金融市場。國家金融市場彼此間競爭激烈，更迫使各國採取類似的鬆綁政策，以防止資金的大量外流。
(3) 布列敦森林體系對金融的限制逐漸瓦解之際，國際投資與借貸的數量也逐漸增加。有兩個主要原因可以解釋此現象的發展。一方面，由於跨國企業的迅速擴張，跨國金融的流動也隨之增加。另一方面，石油價格的飆長也創造了一個獨特地對額外金融投資市場的需求。主要由於石油輸出國組織將銷售石油所賺的大筆財富存放於美國與歐洲銀行，此資金特別有助於「歐洲美元市場」的快速成長。
如同Milner與Keohane 所指出：「對政府而言，最大的不同乃在於面對史無前例的金融流通性，使得全球金融市場已成為政策制定時的最大考量。」
全球金融市場對於民族國家的挑戰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 政府干預政策的危機。隨著跨國金融的流動性增加，政府必須思考如何才能吸引或流入資金的流動。如果不採取此種政策，所付出的代價即是少量的資金流入或者資金的大筆外流。在英、美兩國的帶領下，法、德及其它國家皆提出降低管制的政策，並提出可能增加跨國金融投資獲利的一些友善政策。
(2) 國家經濟政策工具效率的減低。如同Ohmae在其所著「民族國家的終結」 （The End of Nation-State）一書中所言，經濟全球化或全球市場的形成必將引起政府政策工具完全失去效用
。由於金融流動的持續增加，大量的資金可輕易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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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地移轉到其它國家。一般而言，資金的移轉是基於投機性考量或者利潤考量的結果。金融投資更需考量特定國家的經濟基本面－通貨膨脹率、經濟成長率、生產率及生產成本（薪資、稅率及規範）等。這些金融市場基本面對價格、利率、出口及就業，都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3) 跨國性利益的增強。國內利益團體必須針對上述兩項發展來進行調整。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如歐元市場）提供了一個較具吸引力的投資選擇性，使得投資者可在選擇「跨國市場」與「國內投資環境的改善」之間作權衡考量。就國內投資環境的改善而言，凱因斯主義者希望透過對需求管理，來刺激國內生產。然而，經濟全球化造成跨國市場的形成，此種吸引力對企業主而言更為重要，例如減稅。此外，由於金融市場的利潤持續增加，私人企業與投資者更將優先考量放在金融資產上，而非從事產品的生產。因此，全球市場的出現改變了私人投資者的利益考量，轉而支持供給面的開放與鬆綁政策。
二、 全球生產與國外直接投資
經濟全球化的第二個現象乃是全球性投資的數量及流動性的成長與全世界勞力的分工，主要成因包括：（1）跨國企業（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的擴張，（2）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3）已工業化國家施行自由化的經濟政策。各要點分析如下：
(1) 首先，我們有必要區分兩種有關TNCs擴張的生產方式。其一，TNCs乃是能夠在公司的母國以外的國家建立子公司、從事生產並且行銷當地。其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運輸成本的節省及避免關稅與非關稅的障礙，進而能在國外市場增加銷售機會。某些程度上，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主要是在突破保護主義的障礙。因此，市場的自由化可能以FDI的輸入來取代商品的進口。此類型TNC的生產方式在50年代與60年代最為顯著，即使在90年代其重要性仍然未減。
自70年代起，第二類型得TNC開始扮演起最重要的角色：將一樣產品的生產拆解開來，並且在不同的國家進行生產。為了將生產要素達到最有效的配置，生產過程的每一道手續都在最佳的地點進行，其考量因素包括工資最低廉、最容易取得原料、緊密配合的供應商、最完備的研發環境（教育程度與法律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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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全球性勞力分工的意涵，不僅只是一項產品在「一家」公司的不同據點（分公司）生產，而且是「全球性採購」（global sourcing）--零件的組裝、主要產品的製造、執照及人事皆來自不同的地點及在不同的公司進行
。
(2) 開發中國家工業化的成功，是TNC擴張的「結果」，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的出現（如巴西）為最為顯著例子。然而，開發中國家的成功，亦是TNC能夠擴張的「原因」，例如東亞四小龍皆發展自己的TNC，以韓國發展Gold Star及Hyundai為最顯著。此外，NIC經濟發展的成功意謂著購買力的提升。即使所得分配的不均在這些國家中逐漸明顯，TNC卻認為這些國家是生產與投資上有利的地點。
(3) 市場的自由化亦鼓勵了TNC的擴張，特別是在已工業化國家中，原因在於能夠降低跨國經濟活動的成本，並且運用全球性比較利益的壓力也在增加中。無論是經由GATT的談判或者經由區域性的協定，關稅障礙已大為減少，進而促使了TNC進行全球性的採購，特別是在零組件的進口及的主要產品的再加工，皆選擇在最便宜的國家中進行
。同時，OECD國家（特別是美國與英國）的開放，擴大了在市場上的競爭，以往只關注國內市場的公司開始面對新的挑戰，而必須將其經濟活動「跨國化」，以期具備市場的競爭性。
在評估經濟全球化對國家的影響時，必須考量到大部份經濟的產出，是在「國內」生產或消費，即便是在開發中國家亦是如此。以1993年為例，德國國內整體資本投資國外的比率，只佔約5.7%（法國：9.1%；英國：18.6%；美國：3.7%）
。投資者仍傾向於投資自己的國家。雖然「全球性」的生產與投資之重要性已逐漸在增加當中，但絕非是這些經濟體中最主要的部份。然而，上述發展的趨勢不僅進步快速，更影響到主要的生產部門。如同金融資本的流通，全球生產與投資對民族國家的影響包括：（1）競爭壓力與政府干預政策的危機；（2）利益團體的壓力；（3）國家政策工具效率的降低。
10                         通識研究集刊  第十一期

(1) 競爭壓力與政府干預政策的危機。跨國公司不管在國內或全球所佔產值的比率逐漸提高，反應出生產與投資流動性的增加，更帶給國家額外的壓力。任何國家若想持續參與全球經濟發展，就必須執行供給面的解除管制政策，以提升該國的吸引力，進而成為跨國公司的生產據點。基本上，一國的競爭力並非僅是表現在國際貿易的佔有率，且是該國是否有能力去吸引及留住流動的資金。此能力包括建全的基礎建設、鬆綁的市場、低額的公司稅率及金融的穩定
。競爭優勢還包括良好的教育體制、法制的建全、低犯罪率等等。長期而言，由稅金所提供的「公共財」比低率的公司稅還來的重要。
(2) 利益團體的壓力。在西方工業國家中，參與全球性布局的公司為了提升競爭力，通常運用其政治影響力，經由市場自由化、降低額外稅等手段，達成規模經濟及擴展區域市場等目標。對那些依賴外銷為主的公司而言，政治遊說的努力亦為重要。因此，TNC及國內以外銷為主的產業，都會努力說服政府為他們提供較具全球競爭性的工作環境，並且採行自由化的經濟政策。
(3) 國家政策工具效率的降低。由於全球性的勞力分工，若希望在政治上經由關稅與非關稅障礙去限制「外國」部門，進而保護「國內」部門，已變得極為困難，因為產品為「本國」或「外國」已變得模糊。事實上，一樣產品的零組件可能在許多國家製造，若想採取政治的手段來保護或禁止該項產品，其有效性將大為降低。以往美國許多政治性的口號，如「痛打日本」（Japan-bashing）或「買美國貨」（Buy American），已不再有任何意義。再者，美國若歧視外國公司的產品將產生反效果，因為這些公司的產品零件可能主要都來自美國。
三、全球貿易
全球商品市場對國家經濟及經濟政策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從對外貿易（出口及進口）在GDP中所佔的比率可以看得出來。根據世銀的統計，自1965至1980年，全球貿易（出口+進口/2）成長了5.6%，而全球生產力只成長4%。自1980至1990年間，全球貿易成長率為4.4%，而全球GDP成長率只有3.2%
。另根據Hirst 與Thompson的估計，全球貿易自1950至1973年間成長了9.4%，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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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球GDP的5.3%。自1973至1984年間，全球貿易成長（3.6%）也比全球GDP成長（2.1%）多了75%。全球貿易所佔全球GDP的比率從1965年的11.9%增加至1987年的19%
。若探討為何自1960年代起，全球貿易重要性逐漸增加，其主要的原因包括：（1）政府間多邊談判所達成的自由化；（2）運輸成本的減低；（3）跨國公司(TNC)的擴張；（4）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的發展。各要點分析如下：
(1) 經過幾個回合GATT的談判，關稅障礙的減少對國際貿易的發展至為重要
。烏拉圭回合的談判更成功地降低非歸關稅的障礙。此回合談判於1993完成時，進一步宣布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開啟了全球貿易的新頁。以往有些進出口產品因為關稅及非關稅障礙變得沒有競爭性，在障礙掃除後，開始有利可圖。此種發展使得對外貿易更有吸引力，也讓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易成長率超過國內市場，造成對外貿易在GDP中所佔的比率逐漸升高。
(2) 低運輸成本及快速的運輸方式亦對跨國界商品交換的增加有所貢獻。如同關稅一般，運輸成本的節省也增加了國際貿易的吸引力。商品的交易受惠於技術的創新，例如自60年代以來貨櫃運輸的大規模引進，使得速度緩慢且工資昂貴的碼頭工人與各別產品的包裝都變得沒有必要
。相較於原物料，工業產品在世界貿易比重的增加也減低了運輸成本，因為產品本身的附加價值高出許多。此種技術上的創新在網際網路（Internet）發展後達到最高峰，因為任何重要訊息可以低廉的電話費率立即傳送。
(3) TNCs的擴張也導致全球貿易量的急速增加，因為它帶動了公司利用不同子公司的個別優勢，進行零組件與製成品的交換。由於公司生產地點的擴張，公司內部貿易（intra-firm）也隨之大量增加，進而擴張全球貿易量。
(4) NICs成功的工業化導致他們能生產各式各樣的產品。因此，NICs不僅能生產初級產品，也能生產製成品。此外，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繫於金融性商品的進口及製造產品的出口，以期能賺取更多外匯。如果考慮到這些國家的高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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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他們已成為吸引耐久性消費者產品的市場。先進工業化國家更想掌握此一機會，大量的投資或出口至這些NICs。
如同全球金融市場與全球生產一般，全球貿易的擴張對民族國家自主性的影響包括：（1）政府干預政策的危機；（2）利益團體的壓力；（3）國家政策工具效率的限制。
(1) 政府干預政策的危機。伴隨著對外貿易所佔GDP比重的增加而來的，即是朝向以世界市場為目標的生產導向。若不考量全球市場供給與需求情形，及若未能採取誘因以符合全球市場的發展情況，所付出的代價將極為嚴重。對仰賴外銷出口的國家而言，必須調整企業型態以符合全球市場對品質與價格的要求。換言之，為了保有全球性的競爭力，全球市場供給與需求的狀況，形成了巨大的壓力，私有企業必須立即面對此項問題。對政府而言，這種發展趨勢意謂著經濟表現無法只依賴國內市場。現今，政府面對的，是一個無法掌控的全球市場。因此，政府已無法繼續有效地執行干預政策，其自主性亦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尤為甚者，出口配額限制的增加，減低了政府干預政策的有效性，因為資源的配置已與生產的環境與市場緊緊相扣。面對出口依賴的持續增加，政府若要留住企業並且擴張國內的生產力，就必須在品質、價格、創新各方面，在全球市場上競爭。
(2) 利益團體的壓力。對外貿易所佔GDP比重的增加，改變了國內私人部門間的利益。以往許多利益團體受惠於政府介入政，將大受影響。相反地，以往受制於政府介入政策的利益團體開始受到重視。基本上，對外貿易所佔GDP的比重愈高，政府面對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壓力就愈大。事實上，所有採行自由化的國家都是鼓勵競爭的。因此，以往只從事「國內」經濟活動的公司必須開始經營「國外」市場，甚至調整其跨國性生產的能力。
(3) 國家政策工具效率的限制。如同金融及生產市場的情況相同，全球市場限制了政府採用凱因斯主義及進口替代等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對仰賴出口的國家而言，若在本國採取限制進口的政策，將導至其他國家採取相同的手段。有鑑於在OECD國家中，對公平貿易（fair trade）與互惠貿易（reciprocal trade）支持度的增加，若一個仰賴出口的國家對本國限制進口或採取進口替代政策，將不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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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全球化與歐盟
一、經濟全球化對歐盟的影響
歐洲的整合自1957年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簽定以來，在共同體中「單一市場」的實現，一直被視為最重要的目標。然而在之後三十多年的發展中，進度卻是十分緩慢，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必須以花費相當耗時的談判過程，才能與既存的國家規範相調合。第二，每個會員國皆為了保護國家的產業部門，國内市場顯得相當封閉。第三，會員國政府仍想保留其自主性，期能掌控（steer）經濟發展道路
。因此，「凱因斯主義」式的政府介入政策在60年代與70年代極為風行，政府儘可能地採行需求面的管理，並且維持政策工具的效率。
然而，70年代末期與80年代初期，歐洲國家開始面臨的新的經濟問題，而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已成為共同討論的課題。問題的來源可歸於兩個主要原因：首先，凱因斯主義的福利制度模式開始浮現危機。歐洲國家幾乎都面對類似的問題，即政府在需求面的管理上所必須運用的政策工具開始受到限制，進而刺激這些國家共同為經濟上的兩難及可能的政治解決方法，尋找解決之道。其次，歐洲的經濟發展逐漸與美國與日本呈現差異性，導致競爭力的衰退、高失業率的高漲及經濟發展的遲緩。由於這些歐洲國家皆有共同類似性的問題，加上其面對其他OECD 國家的競爭壓力，進而希望能透過合作，找出共同的解決問題之道。
1979年設定的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RM）是邁向貨幣統一的重要措施。歐洲貨幣體系的目標是穩定西歐貨幣，保護歐洲貨幣免受美元急劇波動的影響。不過在1986年簽定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 SEA）之前，區域化幾乎沒有什麼進展。SEA明確規劃在1992年能建立起「歐洲單一市場計畫」（Single Market Project, SMP）。因此，自從該法案實施後，歐洲統合的步伐又加速起來。
在1980-85年間，在整個歐洲層級上（非單一國家），有關問題的分析及其可能解決的方法之辯論皆集中在下列幾個論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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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陸在經濟上落後於美、日的主要原因，乃在於美、日能有效防止失業率的高漲。美國於1973與1983年間創造出一千四百萬個工作機會，日本亦創造出三百萬個工作機會 而在歐陸在此其間卻丟掉兩百萬個工作機會。
(2) 技術創新上，歐陸落後於美日的發展，歐洲的科技落差（Europe’s Technology Gap）常被引用來解釋為何在全球競爭性及創意密集產品上落後的主要原因。
(3) 相較於美日兩國，歐洲的GDP成長率呈現明顯落後。歐州在1973年還能維持2.3的成長率，相較於日本的3.7與美國的2.2。但在1981-3年期間歐州降到0.1，而日本仍能有3.1及美國以0.8的成長率。
(4) 有關歐洲經濟成長、失業及科技創新問題的主要成因，在於歐洲市場規範過多並且過於分散，進於導至競爭力的不足。倘若歐洲仍然維持數十個「分開」的市場，歐洲公司就絕不可能有與美日對手公平競爭的機會。分散且過多的市場管制造成競爭上的劣勢，迫使歐洲加速與全球市場整合，至少必須跟上卡特及雷根時期所實施解除管制或鬆綁政策（deregulation）之水準。
(5) 歐洲的企業由於面對小型的國內市場規模與過多的政府管制，產生全球競爭上的劣勢，已凸顯出政府掌控經濟的能力，受到某種程度的挫敗。如同Albert與Ball在歐洲議會的報告書中指出：「直到1982年，我們才開始了解到完全沒緩衝的餘地。如同我們所見，當外國競爭壓力已變更勢不可擋時，我們應更積極地投入國際貿易。」

當時歐洲所面對的問題與全球市場的發展，有直接的關連性。其解決方案，就是採行鬆綁政策及建立一個能夠融合各國經濟的單一市場。歐洲單一市場的完成，其重要性遠超過1957年歐洲開啟合作時的預期。因此，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出：單一市場與鬆綁政策形成，皆是對全球競爭壓力與國家無法單獨掌控經濟所作出的必要反應。在1986年SEA簽定後，歐盟最高決策機構－理事會－所作出下列結論：「在無情競爭的世界經濟中，共同體層級上科技的合作與創新，將對歐洲產業的生存提供不可抹滅的貢獻。共同的努力必須集中在單一市場的完成上…。」

二、選擇區域合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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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在兩方面刺激了歐洲國家選擇了單一市場的形成。首先，「1992」歐洲單一市場計劃已變成國家進行改革的一種方式，因為它具有「經濟的效率」與「政治的接受性」的吸引力。因此，這是經濟全球化所造成的結果（間接因果性）。第二，經濟全球化能對國家造成直接影響，在面對險峻的全球競爭時，國家必須增強對跨國投資者的吸引力－此種作法是經由「區域合作」的方式，來讓經濟變得更有效率、政治變得更有接受度（直接因果性）。
（一）間接因果性
經濟政策典範（paradigm）的修正，對歐洲國家能否進行合作，並非是一項先決條件。但在合作過程中「自由化」的推動而言，經濟政策典範的改變卻是極為重要。單一市場的建立，對國家內在掌控的政策造成限制，進而減低損失國家主權所造成的傷害。無論如何，SEA並未造成政府實質自主能力的降低，因為政府早自60年代起已無法能夠有效地掌控國家經濟發展。因此，政府的自主性在先前已歷經實質上（de facto）的減損，而加入SEA後所造成法理上（de jure）的減損，並未產生太大的衝擊效應。
再者，經濟政策方向的改變是「1992」的重要基本條件。只有以需求面的全球競爭力來取代凱因斯主義的教條，自由化區域合作的好處才能與國家經濟政策的優先性相容。換句話說，歐洲單一市場是無法與當時的凱因斯主義模式共存。歐洲單一市場主要是奪走政府手中的主導權，採取最有效率的政策手段。相反地，奉行凱因斯主義的政府，將分配視為政策優先考量，而以非全球競爭力為準繩。
（二）直接因果性
經濟全球化對歐洲國家優先考量單一市場的直接影響，部份在於分散且管制嚴格市場間「成本－效益關係」（cost-benefit relation）的改變。由於資金與產品的高流通性在全球市場的競爭與日俱增，對市場相當分散、高度管制的西歐國家而言，已處於相對劣勢。此現象可從經濟成長、工作機會的創造、投資與創新等方面來看，歐洲國家都是「落後」其競爭對手（美、日、NICs）。此項事實不僅只是根據統計數字的結果，並可從整個歐洲對這項議題的辯論中看的出來。
無論政府的宣導、涵蓋全歐洲的討論、或者利益團體的要求，都強調歐洲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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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藉由建立一個自由的單一市場，來符合全球競爭的需求。歐洲在投資與生產上之吸引力的提升，單一市場絕對比各別國家的努力，更能有效率地達成。刺激政府優先選擇區域合作的原因，不僅間接地透過各國皆類似的經濟政策的改革，並且直接地經由將歐洲視為一個具有類似問題的單元（unit）上的認知，來對抗全球市場或是其他與之相競爭的區域。如果考量到其他地區透過在全球市場上保有的較佳競爭力，當時歐洲相對上仍是一個分散且受管制的市場，必然付出相對的代價成本，自由區域合作自然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誘因。
伍、全球化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一、經濟全球化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影響
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以自由貿易倡導者自居，也對GATT中有關經濟區域聯盟的條款持有疑慮。但自80年代起，美國開始積極參與區域性的經濟集團，其包含以下三個主要原因。第一，美國在70及80年代經濟實力相對下降，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美國一方面利用關稅與非關稅手段來限制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出口；另一方面則利用威脅與報復手段，迫使其它國家開放國內市場。美國想藉助區域化經濟集團來維繫與加強經濟關係，以減輕貿易衝突的負作用。第二，美國對GATT中多邊貿易談判進展緩慢感到不耐煩，尤其有關智慧財產權、競爭策略及傾銷等條款皆不完備，進而希望透過區域合作落實這些項目的實施。第三，歐洲已積極推動整合，增強了西歐國家對美國的談判實力，美國深感難以迫使西歐國家在貿易問題上讓步。因此，美國有必要建立一個自己所能支配、且享有共同價值觀念與利益的區域集團，來與歐洲及日本相抗衡。
1988年，美國與加拿大簽定美加自由貿易協定（US-Canada Free Trade Agreement, CUSFTA），為北美經濟的整合跨出第一步。1992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將CUSFTA伸展到墨西哥，進一步廣化與深化北美經濟上的整合。基本上，NAFTA與歐盟相較下，其會員國的經濟規模與實力上，是一個相當不對稱的整合：美國佔NAFTA的GDP中的88%，墨西哥與加拿大分別只佔5%與7%
。本節將分析美國與墨西哥兩國在經濟全球化的壓力下，優先選擇區域性的合作來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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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經濟全球化或全球市場對歐洲的影響，美國亦面臨經濟的問題及國內經濟行為者利益關係的改變。經濟全球化對美國主要的影響歸納如下
：
(1) 全球競爭的白熱化使得美國公司無法再將高工資（相對於NICs國家而言）的成本轉價給消費者。
(2) 紐約自1970年代起的紐約取代倫敦已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由於金融交易流動性與數量的增加，全球金融市場（貨幣、股票）的波動已對美國國內經濟造成重大影響。國家的管制對從事跨國金融行為者的利益是相抵觸的，因為後者所需要的，是更進一步免除政府限制的自由性與流通性。
(3) 由於對外貿易在1970至1980年間成長了三倍，美國必須面對匯率波動的風險與全球競爭上的困難。
自70年代起，由於上述的發展，志在全球競爭的利益團體其重要性開始增加－特別是進行跨國經濟活動的銀行及企業。這些部門若與重視內需市場的銀行與企業相比較，利益是不同的。對那些在跨國企業而言，主要的考量在於全球競爭的有利條件，而非僅限於國內市場購買力的增加與否。若有需要，他們更喜歡國內實質工資的降低或只直接移到海外生產。對參與全球布局的銀行業者而言，負債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的信貸價值性遠比國內廠商的負債清償能力重要多了。因此，對他們而言，若墨西哥能增加對美國的出口，所賺得的外匯，將可償還所歉的債務。另一方面，重視內需市場的企業對卻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尋求保護。在政治層面上，雷根總統所提出的混合性政策，乃是鬆綁政策與保護主義政策中和的結果。
1990年時，墨西哥提議建立NAFTA時，美國已歷經十年共和黨的統治，並且迫切需要新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許多私人部門已考量到全球競爭力的問題，進而形成一股強大的壓力，希望政府能對生產環境進一步的改善。因此，當時老布希總統選擇接受墨西哥對NAFTA的倡議，是與全球競爭的壓力相關聯的。對美國而言，NAFTA可帶給美國下列的好處：
(1) 美國將可利用墨西哥低廉的工資來生產美國產品，進而增進美國產品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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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
(2) 可在美國創造新的工作機會，舊的工作機會亦因對墨西哥的外銷而保留下來
。
(3) 墨西哥的供應商必然鎖定美國市場，美國市場的競爭將更加白熱化。然而，美國產業部門將進一步地專精化，因為專業分工可使美國更有競爭力。此外，美國製造的產品若能擴展到墨西哥消費者，將可造成規模經濟，讓美國產品更有利潤、投資更有吸引力。
(4) 由於法律協定的保障，美國公司在墨西哥既有的投資機會不僅可以改善，並可確保政策不會輕易改變。如同老布希總統為此作出的明確期望：「過去五年來，Salinas總統已取消許多墨西哥長期以來的貿易與投資限制。我們對墨西哥出口幾乎以三倍數成長。這個協定讓我們更能集中與促進這些利基。」

(5) 除了這些可預期到的經濟優點外，NAFTA被美國政府視為能維持全球經濟優勢的一種重要手段及防止所謂的「霸權的衰落」的一種戰略，並且成為冷戰結束後建立經濟「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重要成份。
二、選擇區域合作的原因
雖然墨西哥與美國在優先選擇NAFTA進行區域合作的原因有所不同，「經濟的效率」及「政治的接受度」仍是主要的因素。我們可以從「間接的因果性」與「直接的因果性」兩方面來觀察。
（一）墨西哥：間接因果性
以往，在保護主義主導下，墨西哥頑強拒絕來自美國良善的建議。然而，全球市場造成發展方向的改變，更成為其有意願與美國進行自由化區域合作的先決條件。NAFTA不儘是墨西哥政府持續其經濟改革的方式，更成為其邁向新自由主義式發展道路的必要條件。NAFTA透過多邊協定所形成的機制化，在國家改革過程中，極為重要。再者，由於墨西哥由於債務危機已所造成國家主權實質上（de facto）的限制，較能接受NAFTA對國家主權法理上（de jure）上的限制。
「全球化」與「區域化」 因果關係之探討               19
（二）墨西哥：直接因果性
由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墨西哥的對外開放政策與對外條約上的履行責任，都給合理化了。對該國決策者而言，國家單打獨鬥所付出的「成本－效益關係」是負面的，而自由化的區域合作卻朝向正向方展。除了間接的因果性外（透過國內的改革）外，全球市場的動力亦直接影響國家優先選擇區域合作。對墨西哥而言，透過與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進行區域合作，將擴大其經濟規模，進而能更有效率地吸引外國投資。
（三）美國：間接因果性
經濟全球化對美國而言，並非如其他國家般，造成如此廣泛的影響。美國並非如同墨西哥受到調整的壓力，而必須進行大規模程度上的政策改革。然而，NAFTA仍是美國所選擇的政策工具，期能帶來經濟的效率與政治的接受度。如同西歐國家所面臨的困境，NICs的快速成長與以全球為導向的部門重要性的增強，皆刺激了美國選擇區域合作來增進美國公司在全球經濟的地位。因此，我們可以如此結論：美國的認知是希望能夠在經濟上對全球競爭作出更有效率的調整，因而優先選擇NAFTA來當成一種政策工具。
（四）美國：直接因果性
全球市場的壓力在美國優先選擇NAFTA的直接原因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藉由協助與確保美國公司在墨西哥的能夠取得生產地點，NAFTA被視為能夠解決美國競爭力上的問題。因此，美國對NAFTA的優先選擇的原因，在於必須自我調整以符合全球市場的要求。然而，相較於墨西哥或歐洲國家，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向堅持自由競爭的精神，經濟全球化對美國的影響相對較少。經濟的效率及政治的接受度兩項造成區域化的理由，對美國而言較為薄弱。外交與安全的的理由應更能解釋北美區域化的形成。
陸、結論
本文以EU及NAFTA為例，說明國家優先選擇以競爭導向的區域合作，其中決定性的因素，乃是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本文以自70年代起，國家經濟活動的特色，在於跨國性商業活動，其所佔國家經濟產值的比重的大幅度成長。然而，並非如多位學者所言，會帶來「國家的去疆界化」（debordering of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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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撤出」（retreat of the state）及「民族國家的終結」（the end of nation-state）。實際上，國家在面對全球化的壓力時，有能力去調整其經濟結構與政策，來適應全球市場所帶來的改變。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的因果關係可在兩方面觀察：首先，新區域主義發展造成國家經濟政策典範的改變（間接因果性）。第二，新區域主義發展是對這些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直接回應（直接因果性）。因此，區域合作對民族國家而言，具有「經濟上的效率」與「政治上的接受度」等兩種強大吸引力。
自由化的區域合作是經濟全球化正在擴大影響國家活動的一種表現，因為全球市場的特性乃是國家主要考量，而非只侷限於國家內部或是區域主義。此外，自由化的區域合作能夠在增加企業家的利潤上提供較佳的條件、提高國家對流通性經濟資源投資者的吸引力，並促進國內在以全球市場導向政策上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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